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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制度下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的低碳研发激励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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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由生产者与研发方组成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体系中,考察生产者延伸责任制 (EPR)对产品低碳研发设
计的激励作用以及对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的减排效果.以生产商为Stackelberg博弈领导者,设计预先承诺收益分配
比例的S-S模型和延迟承诺S-N模型,并给出两种模型的最优契约决策.研究发现,研发方的低碳研发技术水平、
碳税税率、双方在回收减排中的重要度都会对契约决策和回收减排产生影响,在系数满足一定条件下,两种模型
的回收减排效果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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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arbon R&D incentive mechanism based on EPR system for E-waste
product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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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wo-stage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system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R&D suppli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centive effects to green R&D designing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y implementing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 As the leader of the Stackelberg game, the producer develops two kinds of R&D cooperative
contracts to the researcher: The S-S model gives a revenue sharing ratio at the beginning of R&D stage, and the S-N
model gives the ratio after observing the real carbon emission of component. And the optimal solutions of each model
are give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ract decisions and recycling carbon emissions are affected by the low-carbon R&D
technology, the carbon tax and the bargining powers in the recycling of the two parts,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both model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when the factors are satisfied with certain region.
Keywords: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lity；E-waste product recycling；low carbon R&D；Stackelberg game；incentive
contract

0 引 言

据工信部数据统计,目前我国手机、计算机、彩电
等主要电子产品年产量超过20亿台,每年主要电器
电子产品报废超过500万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电
器电子产品生产和废弃国.伴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等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
速,我国每年报废手机约1亿部,但回收率不足1%,为
此,国务院批准于2016年3月1日起将手机作为重点
项目列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但是,我国
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监管和
标准,部分地区肆意地回收处理,对环境、居民和自然

资源造成了严重危害. 2015年,工信部等4部委发出
通知,要求从生产者的角度解决电子垃圾回收难的问
题,开展生产者延伸责任制试点工作.生产者延伸责
任制 (EPR)是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环境
治理综合制度体系,以促进环境外部性内部化, EPR
实施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生产者进行创新研发设计,从
而减少回收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1].对碳足迹的跟踪
包括从产品制造原材料使用到产成品处理、回收全

过程的碳排放量,任何一个企业单独进行减排优化都
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此,创新型电子企业必须想办
法激励其上游供应商以低碳回收为目标进行产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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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发,鼓励研发方采用循环可利用的原材料及零部
件,构建闭环的回收体系以保证废弃产品中有效材料
的回收再利用.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有效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运

营管理问题[2].目前,国际学者对EPR系统实施运营
的研究分为两个方向:一是采用集合回收系统[3-4],研
究发现这种方法更多考虑了生产者的回收能力问题,
对产品低碳设计的激励效果较差, Gui等[5]采用非合

作和合作的双层博弈模型研究了有效激励的方法;
二是采用独立生产者回收责任系统,即每个生产者
只承担自身产品回收处理过程的责任, Plambeck等[6]

和Atasu等[7]认为,每个生产者独立建立回收渠道对
低碳设计的激励效果更好.本文的研究延续了独立
生产者责任的方法.

EPR制度、回收补贴、碳税等相关政策的试点对
我国当前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陈剑[8]认

为,低碳问题包括碳排放成本在供应链上的分布,不
同回收再制造运作模式,顾客选择行为的影响及不
同利益主体的协调优化.其中:曹柬等[9]从政府和企

业的层面研究了EPR制度的实施;更多学者的研究
则围绕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激励契约[10], 赵道致
等[11]考虑了消费者需求受产品减排量和零售商低碳

宣传努力的影响.从废旧产品回收主体看,主要有制
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张汉江等[12]采用再制造品的

最优价格激励契约,发现制造商回收时的努力大于委
托第三方回收的努力.夏良杰等[13]分析了供应商与

制造商之间的联合减排问题,指出最优转移支付系数
与企业的减排成本系数无关,政府提高碳税能促使企
业提高减排量.本文将研发方纳入到低碳回收体系
后,将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最优收益比例与减排技
术水平相关,一定条件下提高碳税系数反而会降低回
收减排效果.
创新产品的纵向研发合作在生产实践和理论研

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14], 从契约设计的角度看,
包括期权契约[15]、里程契约[16]、版税契约[17]、买断机

制[18]等. Xiao等[17]在文章中指出,研发方的技术努
力是可以被观察的,但研发效果需要被证实.面对研
发结果的不确定性, Erat[19]提出合作研发的签约最

好在部分不确定被实现之后.因此,本文假设研发方
的努力是不可直接观测的,但低碳设计的转化效果需
要被验证,为此设计了预先承诺和延迟承诺两种契约
分别进行讨论.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EPR制度下,电子产品企

业如何以废旧产品低碳回收为目的,对研发方进行低
碳设计激励,构建一个闭环的低碳供应链系统.本文
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根据EPR制度的本质,将研发供

应方引入回收体系中,分析研发方在低碳设计和低碳
回收两个阶段的努力决策;考虑产品低碳性及生产
商的宣传回收策略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考虑低碳
研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在不同模型下,
分析参数变化对供应链期望利润和总体减排量的影

响.

1 问题᧿述与假设

1.1 问题描述

某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计划在新系列产品中采用

一种轻薄、含较少化学危害物并利于回收处理的电

子显示屏.将产品从研发到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分
为两个阶段:
第1阶段是零部件到产成品的创新研发阶段,该

生产者寻找具有低碳研发能力水平的研发方合作提

供该显示屏,由生产方提供包含预先支付ω和销售收

入分成比例α的收益共享契约,研发企业根据自身的
减排技术水平g决定低碳研发的努力e1(本文不讨论
生产者在产品组装中减排努力);
第2阶段是产品销售和回收阶段,待新技术研发

成功后,生产企业检测创新产品的低碳水平,并决定
其在市场推广和回收渠道建设中的努力em, 废弃产
品回收后将拆卸的显示屏交给研发方进行提炼、粉

碎、再利用、掩埋等处理工作,研发方依据契约决定回
收过程的努力e2.
在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下,生产企业应向政府组织

缴纳回收处理的碳排放费用.
以生产者作为研发合作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

者,研发方的低碳研发技术水平对双方而言是已知信
息;由于创新研发本身具有风险性,依据生产者是否
在检测到新产品的低碳水平之后再给出收入分配比

例α.本文设计了两种博弈模型:预先承诺收入分配
比例α的低碳研发S-S模型和延迟承诺α的低碳研发

S-N模型,两种模型下的合作过程如图1所示.

1.2 基本假设

假设1 研发方的成本函数.因研发前期的边际
成本相对较低,后期边际成本逐渐增加,故假设研发
方低碳研发的成本函数二次连续可微,且严格递增并
具有凸性[20],即

cr1(e1) =
e21
2g

.

其中: e1为研发方在研发阶段的低碳努力; g ∈ (0, 1]

表示研发方的低碳研发技术水平, g越大说明研发方
的减排技术越先进.在相同的努力水平下,低碳研发
技术水平g较高的企业付出研发成本较低.假定研发
方在回收处理阶段与低碳研发阶段使用同样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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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种模型下的契约合作时间序列

规模和技术水平,且边际成本递增,不失一般性,研发
方在回收阶段的拆解、翻新等回收处理成本函数为

cr2(e2) =
e22
2g

,

其中e2为研发方在回收处理过程的低碳努力水平.
假设2 生产者的销售回收成本.已有文献分别

研究了废旧产品的回收由制造商、零售商或第三方

承担的情况,本文假设制造商负责低碳回收宣传、回
收策略制定 (如以旧换新、废旧品兑现等)、回收渠道
布局等,其回收成本为投入em的增函数,即

cm(em) =
e2m
2
.

假设 3 低碳研发设计的减排效果.在研发设
计过程中,研发方的努力难以被直接观测,低碳技
术的转化效果需要经过检测得到证实[18].本文用
K = e1η表示低碳研发设计的减排效果

[17], 即经过
检测在回收处理过程中可以减少的碳排放量,其中η

表示技术转化效果的随机因素,是均值为1且可行域
为 [0,∞)的随机变量.
假设4 基于EPR的碳税征收.根据生产者延伸

责任制,政府对回收过程征收的碳税采用从量支付的
方法,用p表示碳排放从量税税率.电子产品废弃回
收过程的碳排放量V 与研发设计的减排效果、市场

销售、回收处理中双方的努力成正向关系,可记为

V = K + σe2 + νem.

因此,通过低碳研发可节省的碳税表示为

∆tc = pV = p(K + σe2 + νem).

其中: σ表示研发方的回收处理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
系数, σ > 0; ν表示生产者的市场推广和回收努力政
策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 ν > 0.最终生产者延
伸责任所缴纳的碳税为

T = t0 −∆tc,

其中 t0表示产品未进行低碳设计研发时生产者所要

缴纳的废弃产品处理碳税.为了使模型更具直观性,
本文假设t0 = 0.

2 基本模型

2.1 研发方和生产者的决策目标

讨论在垄断市场中研发单位产品的情景下,随着
消费者低碳意识的不断增强,创新产品低碳度的提高
可以提升产品价格[11, 21].借鉴Xiao等[18]的收入模型,
品牌生产商出售单位产品的销售收入可写为

R = K + θe2 + λem + ε.

其中: K表示研发设计的减排效果; θ表示研发方在
回收处理阶段的努力对收益R的影响系数,且θ > 0;
λ表示生产者在市场销售和回收阶段的努力对收益

的影响系数,且λ > 0; ε表示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对收
益的影响,假定 ε服从N(0, σ2)的正态分布.生产者
和研发方都是风险中性的,生产者的期望利润为

πM = (1− α)E(R)− E(T )− cm(em)− ω. (1)

其中:第1项是销售收入中生产者的分配比例,第2项
是回收处理过程中生产者应缴纳的碳税,第3项是生
产者的销售回收努力成本,第4项是给予研发方的预
先支付.生产者的决策是确定最优的α、ω和em.研发
方的期望利润为

πR = αE(R)− cr1(e1)− cr2(e2) + ω. (2)

其中:第1项是销售收入中研发方的分配比例,第2项
是低碳研发阶段的投入,第3项是回收处理阶段的投
入,第4项是研发方收到的预先支付.研发方的决策
是在给定的契约条款下,确定最优的低碳研发努力和
回收处理努力.

2.2 低碳研发的集中决策模型(C模型)

首先考虑研发方和生产者作为供应链利益整

体、信息共享的集中决策模型,将其作为一个基准模
型.假设存在以最大化整体利益为目标的中心决策
者,其决策问题为

max
(e1,e2,em)

πc =

E(R)− E(T )− c(e1)− c(e2)− c(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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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 θe2 + λem) + p(e1 + σe2 + νem)−
e21
2g

− e22
2g

− e2m
2
. (3)

显然,目标函数是关于努力投入的凹函数,一阶条件
下的解即为目标问题的全局最优解.令

∂πs

∂e
= 0, 则

研发方的低碳研发投入、回收处理投入及生产者的

销售回收投入分别为

ec1 = g(p+ 1), ec2 = g(pσ + 1), ecm = pν + λ.

因此,求得合作研发集中决策下的总体利润为
πc =

1

2
[(pν + λ)2 + g(p+ 1)2 + g(pσ + θ)2]. (4)

定理1 集中式决策下,研发方与生产者之间达
成可执行的合作协议,不需要生产者的低碳激励,双
方会自行按照最优的产出原则选择努力投入(ec1, e

c
2,

ecm),供应链的总体利润为πc.

3 低碳研发的Stackelberg模型
3.1 预先承诺α的低碳研发Stackelberg模型(S-S

模型)

在预先承诺收益分配比例的S-S模型中,生产商
在研发之初给出契约(α, ω), 研发方根据契约条款决
定低碳研发努力.在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前,生产者将
检测创新部件的减排水平,以此作为可观察信号决定
其在第2阶段市场推广和回收布局的努力投入,因此,
S-S模型可以写为

max
(α,ω,em)

πs
M = (1− α)(e1 + θe2 + λem)+

p(e1 + σe2 + νem)− e2m
2

− ω; (5)

s.t. e1, e2 ∈ arg maxα(e1 + θe2 + λem)−
e21
2g

− e22
2g

+ ω, (6)

α(e1 + θe2 + λem)− e21
2g

− e22
2g

+ ω ⩾ 0. (7)

定理 2 在预先承诺收益分配比例Stackelberg
模型中,生产者在合作契约中给予研发方的最优收
益分配比例为

α∗
s =

1 + θ2 + p+ pσθ

1 + θ2 + λ2/g
,

最优预先支付为

ω∗
s =

es21
2g

+
es22
2g

− α∗
s(e

s
1 + θes2 + λesm).

证明 分散决策下研发方和生产者的博弈过程

是两阶段动态博弈,其均衡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可以采用逆向求解法.在第2阶段,研发方和生产者
各自决定努力投入,可以证明式 (5)和 (6)都是关于努
力的凹函数,根据一阶最优条件可得第2阶段各自努
力的反应函数为

esm = (1− α)λ+ pν, es2 = αθg.

回到低碳研发第1阶段,研发方在给定契约参数的情
况下决定低碳研发的投入

es1 = αg.

在以生产者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中,对研发方的
参与激励约束必将为紧约束,故式 (7)取等号,可得研
发契约中的预先支付为

ω∗
s =

es21
2g

+
es22
2g

− α∗
s(e

s
1 + θes2 + λesm). (8)

将最优的努力投入及式 (8)代入目标函数中,根据最
优一阶条件可得分配给研发方的收益贡献比例为

α∗
s =

1 + θ2 + p+ pσθ

1 + θ2 + λ2/g
. (9)

由此,定理2得证. 2
推论1 S-S模型中,最优收益共享比例α∗

s随低

碳研发技术水平g的提升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逐渐
减缓;最优预先支付ω∗

s随低碳研发技术水平g的提

升而降低.
证明 令B = 1 + θ2 + p+ pσθ,由式(9)可求得

∂α∗
s

∂g
=

Bλ2

(g + θ2g + λ2)2
> 0,

∂2α∗
s

∂g2
= − 2Bλ2(1 + θ2)

(g + θ2g + λ2)3
< 0,

在其他参数给定的情况下, αs与g成正相关关系.随
着技术水平的逐渐增大,生产者的收益共享激励效果
逐渐降低,并趋向于一固定值

B

1 + θ2 + λ2
.最优预先

支付

ω∗
s =

es21
2g

+
es22
2g

− α(es1 + θes2 + λesm) =

− α2
(g
2
+ θ2g + λ2 +

θ2g

2

)
− α(pνλ+ λ2),

对g求一阶导数,可证
∂ω∗

s

∂g
= − α

∂α

∂g
(g + 2θ2g + 2λ2 + θ2g)−

α2(1 + 3θ2)

2
− ∂α

∂g
(pνλ+ λ2) < 0.

因此,最优预先支付随低碳研发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
渐降低. 2
推论2 S-S模型中,随着研发方低碳技术水平

g的提升,低碳设计引发的减排转化度K(es1)逐渐增

大,研发方在回收阶段的努力投入es2逐渐增大,生产
者的低碳投入esm逐渐降低.
证明 将式(9)代入es1和es2中,可以求得

∂es1
∂g

=
Bg2(1 + θ2) + 2Bgλ2

(g + θ2g + λ2)2
> 0,

∂es2
∂g

=
Bg2θ(1 + θ2) + 2Bgθλ2

(g + θ2g + λ2)2
> 0,

因而低碳设计在废旧产品回收中的减排效果随着研

发方的低碳设计水平提升而增加.生产者的最优努
力投入为esm = (1 − α∗

s)λ + pν, 与α∗
s成反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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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α∗
s与g成正向关系,故可得esm随g增加而减小. 2

3.2 延迟承诺α的低碳研发Stackelberg模型(S-N
模型)

由于低碳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在S-N模型中,生
产商在研发阶段结束检测到创新产品的低碳回收效

果之后,再给定收益分配比例.两阶段的决策过程如
下:
第1阶段.合作之初生产者给出预先支付ω, 研

发方投入努力e1进行产品的低碳设计,决策模型为

max
ω

πn
M = (1− α)(e1 + θe2 + λem)+

p(e1 + σe2 + νem)− e2m/2− ω; (10)

s.t. e1 ∈ arg max πn
R =

α(e1 + θe2 + λem)− e21
2g

− e22
2g

+ ω, (11)

πn
R ⩾ 0. (12)

第2阶段.生产者根据检测的实际低碳度信息设
计分配比例α及确定销售回收中的努力em, 研发者
依据给出的α决定自己在回收过程的努力e2.这一过
程的决策模型为

max
(α,em)

πn2
M = (1− α)(en1 + θe2 + λem)+

p(en1 + σe2 + νem)− e2m/2; (13)

s.t. e2 ∈ arg max πn2
R = α(en1 + θe2 + λem)− e22

2g
.

(14)

定理3 满足(λ/θ)2 ̸= 2g的条件下,延迟承诺收
益分配比例的Stackelberg模型中,生产者的预先支付
为

ω∗
n =

en21
2g

+
en22
2g

− α∗
n(e

n
1 + θen2 + λenm),

在研发阶段结束后,根据检测的低碳研发效果给出最
优的收益分配比例为

α∗
n =

en1 + pνλ+ λ2 − θ2g − pσθg

λ2 − 2θ2g
.

证明 在S-N模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过程中,仍
然采用逆向求解法.

在第2阶段给定契约参数的情境下,由式 (14)得
到双方的努力水平

enm = (1− α)λ+ pν, en2 = αθg.

在得到创新产品的低碳技术转化度K(en1 )之后,生
产者根据研发方的低碳技术能力决策收益分配的比

例.将enm、e
n
2代入式 (13),可证明πn2

M 是关于α的凹函

数.根据一阶最优原则,令∂πn2
M (en1 )/∂α = 0, 可得当

(λ/θ)2 ̸= 2g时,最优的分配收益比例为

α∗
n =

en1 + pνλ+ λ2 − θ2g − pσθg

λ2 − 2θ2g
. (15)

回到研发阶段,将式 (15)代入 (11)研发方的期望
利润函数,令∂πn

R/∂e1 = 0, 求得研发阶段的低碳努
力投入为

en1 =

(θ2g + pσθg)(λ2 + θ2g)− 3θ2g(λ2 + pνλ)

3θ2g + (λ2 − 2θ2g)2/g
.

同样,约束方程 (12)为研发方的参与约束,作为
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生产者在满足研发方保留
利润的基础上获取最大利润,因此,约束 (12)为紧约
束.在研发之初的契约中规定的最优预先支付为

ω∗
n =

en21
2g

+
en22
2g

− α∗
n(e

n
1 + θen2 + λenm). (16)

由此,定理3得证. 2
推论3 在延迟承诺α的S-N模型中,受低碳研

发技术水平g的影响,收益共享比例的最优解α∗
n在

不同区间有如下变化: 1)当σ < Z时,若∆>0,则在g

∈ (g1, g2]上, α∗
n与g负相关,其他情况下α∗

n与g正相

关. 2)当σ > Z时,若∆ > 0,则与1)的情况相反. 3)当
σ = Z时,若λ4 >DC/A, 则在g ∈ (0, g3]上α∗

n与g有

负相关关系,在g ∈ (g3, 1]上α∗
n与g正相关;若λ4 <

DC/A, 则情况相反;若λ4 = DC/A, 则当v < M时

α∗
n与g正相关,当v > M时α∗

n与g负相关,当v = M

时α∗
n不随g的变化发生变动.其中

A = θ(θ + pσ)(1 + 2θ2),

G = 3λ2θ2 + λ2θpσ + 2θ2pνλ,

C = (pνλ+ λ2)2λ2,

D = 3θ2 + 4θ4,

H = 4θ2λ2,

Z =
4θλ+ 4θpν + θ(λ+ 2pν)(1 + 4θ2)

λp(1 + 4θ2)
,

M =
pσλ+ 4pσλθ2 − 5λθ − 4λθ3

6θp+ 8pθ3
.

证明 将en1代入式(15),得到化简的最优收益比

例α =
Ag2 −Gg + C

Dg2 −Hg + λ4
,令

∂α

∂g
=

(GD −AH)g2 + 2(Aλ4 −DC)g −Gλ4 + CH

(Dg2 −Hg + λ4)2
= 0,

求解关于g的一元二次方程

(GD −AH)g2 + 2(Aλ4 −DC)g −Gλ4 + CH = 0,

有以下3种情况:
1)若系数GD − AH > 0,则可推出σ < Z.当满

足∆ = (Aλ4−DC)2− (GD−AH)(CH−Gλ4) > 0

时,方程的两个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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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
DC −Aλ4 −

√
∆

GD −AH
,

g2 =
DC −Aλ4 +

√
∆

GD −AH
.

根据极值判别的第一充分条件,在区间g ∈ (g1 − δ,

g1)时,有f(g) > 0,即∂α/∂g > 0;当g ∈ (g1, g1 + δ)

时,有f(g) < 0,即∂α/∂g < 0,原函数α(g)在g1点取

得最大值.同理可证,在g2点取得极小值.当∆ ⩽ 0

时,一阶导数非负,因此最优收益共享比例随 g的增

大而上升.
2)若系数GD − AH < 0,即σ < Z,则可证与上

述结果相反.
3)若系数GD − AH = 0, 即σ = Z, 则令

2(Aλ4 −DC)g −Gλ4 + CH = 0,可得

g3 =
Gλ4 − CH

2(Aλ4 −DC)
.

因此,当λ4 > DC/A时,在g ∈ (0, g3]区间上有
∂α

∂g
⩽

0,在g ∈ (g3, 1]上有
∂α

∂g
> 0.当λ4 < DC/A时,与上

述情况相反.当λ4 = DC/A时,若v < M , 则一阶导
数为正;若v > M , 则一阶导数为负;若v = M , 则一
阶导数为零. α∗不随g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2

将推论1与推论3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延迟契
约中收益共享比例α与g的关系更为复杂,受其他参
数的影响可能出现负相关性.

4 模型参数性质分析

本节主要分析采用S-S模型和S-N模型时,研发
方的低碳研发技术水平、碳税税率以及双方在减排

中的重要度对废旧电子产品减排效果的影响和意义.

4.1 低碳研发技术水平对减排的影响

性质1 在S-S契约模型下,低碳研发技术水平g

存在一个阈值g′: 当g < g′时,废旧产品回收处理过
程的总碳减排量V s随g的增大逐渐降低;当g > g′

时,总碳减排量V s随g的增大逐渐提高;当g = g′时,
回收处理的总减排效果最低.其中

g′ =

λ
√
λ2(1 + θσ)2 + (1 + θ2)(1 + θσ)λν − λ2(1 + θσ)

(1 + θ2)(1 + θσ)
.

证明 根据假设4, 废旧产品回收的碳减排量为
V = K +σe2 + νem,将双方各自的最优努力代入,得

V (g) =
1 + θ2 + p+ pσθ2

1 + θ2 + λ2/g
(g + σθg − λν) + λν + pν,

在g ∈ (0, 1]上可导,令
∂V

∂g
= 0,可得关于g的一元二

次方程g2(1+ θ2)(1+ θσ) + 2gλ2(1+ θσ)− λ3ν = 0,

利用求根公式,得

g′ =

λ
√

λ2(1 + θσ)2 + (1 + θ2)(1 + θσ)λν − λ2(1 + θσ)

(1 + θ2)(1 + θσ)
.

可证在g′点的二阶导数
∂2V

∂g′2
> 0.根据极值判断第二

充分条件,V (g)在g′处连续可导,且V ′(g′)=0, V ′′(g′)

< 0,则在g′点取极小值.在定义域g∈ (0, 1]上有唯一

驻点,因此 g′点也是全局最小值.当研发方的低碳
研发技术水平为 g′时,废弃产品回收的碳减排量最
低. 2
从这一性质可以发现:让研发供应商参与到电

子废弃产品回收的闭环系统中,其会根据自身真实的
低碳技术水平选择在两个阶段的努力投入决策,因而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过程的减排量与研发方低碳技术

水平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生产商不能仅凭低碳研
发水平而判断回收减排效果.在S-N模型中两者的变
化情况更为复杂.

4.2 双方减排重要度对收益分配比例和减排的影响

性质 2 在预先承诺收益分配比例的 S-S契约
中,当研发方对回收减排的重要度相对较高时(IR >

IM ), 生产者提高收益分配比例α有助于提高整体减

排效果;但是,当生产者在回收减排中的重要度相对
较高时(IR < IM ), 生产者提高收益分配的比例α反

而使回收处理的碳排放量增加.
根据假设4,低碳设计的总减排量为

V = K + σe2 + νem = α(g + σθg − λν) + λν + pν2,

V 是关于α的线性函数,当系数g + σθg − λν > 0时,
呈递增关系,反之呈递减关系.生产商在决策α时,要
考虑到双方在减排中的贡献度.观察系数可以发现:
g(1 + θσ)中σ是关于研发方在回收处理阶段的努力

对减排的影响系数, θ是研发方在回收中的努力对销
售收入的影响系数, g是研发方的低碳技术水平,因
此定义IR = g(1 + θσ)为研发方在创新减排中的重

要度;而λν中的 ν是生产商的销售回收努力对减排

的影响系数, λ表示生产商在销售回收阶段的努力对
收入的影响,因此,将IM = λν定义为生产商在创新

减排中的重要度.
管理意义:为降低供应链整体的碳排放量,当

IR > IM , 即研发方对回收减排的重要度相对较高
时,生产者应提高收益分配比例α, 激励研发方的减
排投入;当IR < IM , 即生产者在回收减排中的重要
度相对较高时,为达到较好的减排效果,生产者应降
低给予研发方的收益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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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碳税系数p和低碳技术水平g对减排的影响

性质3 考虑废弃产品回收征收的碳税系数p不

同,在延迟承诺收益分配比例的S-N模型中,一定条
件下,研发方的低碳研发技术水平g存在一个阈值κ:
当κ < g ⩽ 1时,碳减排量随碳税系数p的增加而增

大;当0 < g ⩽ κ时,碳减排量随碳税系数p的增加而

降低.
证明 将S-N模型中的最优解代入V n = en1 +

σen2 + νenm中,可得减排量是关于碳税系数的一次函

数,令
∂V n

∂p
= 0,有

(B + 1)

C
(σθ3g3 + σθg2λ2 − 3θ2g2νλ)+

B(νλ− σθg) + ν2 = 0.

其中: B =
θgσ − νλ

λ2 − 2θ2g
, C = 3θ2g2 + (λ2 − 2θ2g)2.

讨论:当方程在(0, 1]有解时,记g′ = κ,则在κ <

g ⩽ 1时,
∂V n

∂p
> 0,减排量V n随p的增加而增大;在

0 < g ⩽ κ时,
∂V n

∂p
⩽ 0, 减排量V n随p的增加反而

降低. 2
性质4 碳税系数p和研发技术水平g同时变化

时,两种模型的减排效果比较:当p > τ时,预先承诺
收益比例的S-S模型减排效果较好;当p < τ时,延迟
承诺收益比例的S-N模型减排效果较好.
证明 将两种模型下的双方最优努力代入减排

量公式V s = es1 + σes2 + νesm,令V s > V n,可以求得
Wp > Q.其中

W =

(g + σθg)(g + θgσ − νλ)

g(1 + θ2) + λ2
−

(σθg2λ2+ σθ3g3− 3θ2g2νλ)(λ2− 2θ2g− θσg+ νλ)

[3θ2g2 + (λ2 − 2θ2g)2](λ2 − 2θ2g)
+

(νλ− σθg)2

λ2 − 2θ2g
,

Q =

(θ4g3 − 2θ2g2λ2)(λ2 − 2θ2g − θσg + νλ)

[3θ2g2 + (λ2 − 2θ2g)2](λ2 − 2θ2g)
−

(g + θ2g)(g + θgσ − νλ)

g(1 + θ2) + λ2
+

λ2 − θ2g

λ2 − 2θ2g
.

令τ = Q/W , 则在W ̸= 0且p > τ时,采用S-S模型
的减排量大于S-N模型,反之亦然. 2
管理意义:企业进行低碳研发合作,不仅要考虑

合作方的真实研发技术水平,还要考虑政府设置的碳
税政策.在延迟契约中,当g在一个较低的范围内时,
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对减排产
生负面作用.从两种契约的比较看,在一个较高的碳

税水平下,生产者责任风险较大,要实现预期的减排
效果,就需要在研发初期与供应商签订完整的合作契
约,采用S-S模型;而若在较低的碳税水平下,生产者
后期责任风险较小,更具有谈判优势,因此,采用S-N
延迟模型的减排效果更好.

5 数值算例

在满足上述定理和推论的取值范围内给参数赋

值.令θ = 1.5、λ = 1、p = 0.5、σ = 3、ν = 1或σ = 1、

ν = 3进行数值算例的分析.
1) g的变化对契约决策变量的影响.
如图 2所示,两种契约模型中的比较:当研发方

的低碳技术水平较低时,有αn>αs;当低碳技术水平
较高时, αs >αn.随着g在定义域内变化,有ωn >ωs,
且在S-S模型中预先支付ωs为负值.随着研发方低
碳技术水平的增加,在S-S模型中收益分配比例逐渐
增加,从0增加到1.41,这是由于生产者将后期减少的
碳税作为给研发方的特殊激励.但是,预先支付为负
值且绝对值逐渐增加,这表明在项目研发之初,由于
对项目低碳预期的不确定性,生产者会要求研发方
缴纳一定的合作定金,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愿意缴
纳更多的定金,以显示自身对该合作项目的信心和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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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低碳研发技术水平g对收益

分配比例和预先支付的影响

2) g变化对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减排效果的影响.
图3显示了回收过程中减排量与研发方技术水

平g、双方对回收减排的影响系数σ、v之间关系.在
图3(a)中σ = 3, ν = 1, 表明研发方回收处理的努力
对回收减排的影响较大,有V c > V s > V n;在图3(b)
中σ = 1, ν = 3, 表明生产者的投入对回收减排的
影响较大,这时g的取值在一定范围内存在V s < V n.
原因在于:当研发方减排贡献较大时,研发契约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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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将发挥作用,生产者选择减少投入;而当生产
者在减排中的贡献较大时,其会降低在契约激励中的
投入,转而加大自身在销售回收中的努力,从而减小
EPR的回收责任.因此,当系数在一定取值范围内时,
S-N模型能产生更好的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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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碳研发技术水平g变化对回收减排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图3(b)中V n的曲线,当研发技术
水平非常低, g ∈ (0, g′) = (0, 0.08)时, g的增加却

使得整体的减排效果变差.因为 g非常低,研发方在
减排设计的边际成本会较高,因此研发方会选择将
投入放在回收阶段.生产者根据所观察的K可得知

减排效果较差,也不会在销售回收中投入更多渠道宣
传.由此可见,研发方所具有的低碳研发技术能力对
供应链决策有重要影响.

3)供应链总期望利润的对比.
在S-S模型中,供应链的总利润为πall, 对g求一

阶导数,可证得
∂πall

∂g
> 0.而在S-N模型中,总期望利

润对 g求导非常复杂,通过Matlab实现求导计算,经
过多次数值验证可得:当 g在较小范围内时,总利润
具有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

表1给出了3种模型下供应链总利润的变化.其
中: πc、πs、πn分别表示在集中决策模型、S-S模型、
S-N模型下供应链的总期望利润; ∆π表示生产者获

取确定性信息的费用.数值分析表明:在集中决策模
型C和预先承诺模型S-S中,总期望利润随g的增大

而增加;在延迟承诺模型S-N中,总期望利润随g的增

大出现先下降再增长的趋势.为获得确定的研发信
息,生产者要付出相应的信息费用∆π = πs

m − πn
m,

随着 g的增大, ∆π的值会发生上下波动 (如表 1所
示).在 S-N模型中,当 g的取值在一个较小范围内

(g ∈ [0.05, 0.20])时,生产者的期望利润为负.因此,

采用延迟承诺机制时,生产者要避免与低碳研发技术
水平处于这一区间的企业合作.

表 1 3种模型下供应链总利润的变化

g

0.05 0.15 0.2 0.3 0.5 0.7 0.9

πc 1.41 1.97 2.25 2.81 3.94 5.06 6.19

πs 1.16 1.39 1.56 1.94 2.84 3.82 4.84

πn −0.003 −0.25 −0.07 0.93 2.05 2.86 3.62

∆π 1.163 1.64 1.63 1.01 0.79 0.96 1.22

4) p和g同时变化对减排的影响.
表 2分析了当碳税系数 p在 (0,1)之间的不同取

值时,随着研发方低碳研发技术水平 g的增长,采用
S-N契约研发回收的整体减排量变化.根据性质3计
算得到研发技术水平g的阈值κ = 0.175 2.从表2中
也可以看出:在0.175 2 < g < 1时,减排量随着p的增

大逐渐提升;在0 < g ⩽ 0.175 2时,减排量随着p的增

大反而降低.

表 2 S-N模型中碳减排量的变化(σ = 1, v = 3)

p
g

0.15 0.17 0.175 2 0.2 0.5 0.8

0.1 −0.46 0.21 0.42 1.43 3.29 3.27

0.2 −0.73 0.15 0.42 1.75 4.23 4.14

0.3 −1.00 0.08 0.42 2.07 5.16 5.01

0.4 −1.26 0.02 0.42 2.40 6.10 5.87

0.5 −1.53 −0.05 0.41 2.72 7.04 6.74

0.6 −1.80 −0.11 0.41 3.05 7.98 7.61

0.7 −2.07 −0.18 0.41 3.37 8.91 8.48

0.8 −2.33 −0.24 0.41 3.69 9.85 9.34

0.9 −2.60 −0.31 0.41 4.02 10.79 10.21

1.0 −2.87 −0.37 0.41 4.34 11.73 11.08

6 结 论

考虑废旧电子产品回收问题时,有必要将供应链
上游的供应商、生产商纳入到低碳的闭环供应链体

系中,从产品的低碳研发入手,考虑消费者的绿色环
保意愿.电子产品的创新研发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
此本文设计了两种合作契约模型,区别在于生产者是
否在观察到一定信号之后再进行契约决策,因而产生
了信息的价值.研究发现:

1)在一定参数取值区间内,预先约定收益分配比
例会给供应链带来更多利润,但减排效果却不如延迟
承诺模型.

2)双方减排的贡献度对低碳回收有影响,当零部
件的绿色设计对产品回收减排起关键作用时,减排量
随低碳技术水平的增加而增大, S-S模型的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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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当生产者的回收策略、渠道投入起重要作用时,
其降低了对研发方设计激励的投入,采用S-N模型在
一定区间减排效果较好.

3)在EPR制度中,生产者不仅要考虑研发方的低
碳技术水平,还要考虑政府设置的碳税水平.当研发
方的研发技术水平较低时,较高的碳税反而对供应链
整体的减排产生负面作用.

我国对EPR制度的实施仍在讨论中,本文尚有
以下内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在产品竞争市
场的环境中采用EPR制度;探讨在研发方信息不对
称情景下,生产者激励契约机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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